
宗族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可以说，传统
中国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无一件
能够离开宗族，宗族也成为承载中国人的伦理道
德、价值观念乃至精神信仰的最主要载体。 新中
国成立后， 宗族组织在大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宗族伦理和价值观也被当作中国现代化的阻碍

因素而受到激烈批判。 改革开放以后，宗族组织
在部分地区逐渐复活，以宗族伦理为核心的宗族
文化对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

响。 当代宗族伦理并非传统宗族伦理的简单复
活，而是在维护宗族伦理之内核的前提下作了适
应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相应修改后的新型伦理，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地区的稳定和谐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传统宗族伦理的特点

宗族伦理是指调节宗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传统宗族伦理存在以下三
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宗族伦理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宗族伦理
实质上是儒家伦理在宗族平台上的具体表现。 儒
家思想渊源于周代宗法制度， 儒家士大夫又是宋
以后平民宗族组织建立的主要推动者。 宋代著名
理学家张载、二程兄弟、苏轼兄弟、朱熹等都积极
倡导建立宗族组织。 朱熹的《家礼》一书为宗族制
度设计了以祠堂、宗子、族田、谱系为主要内容的
详尽方案， 成为宋以后传统宗族制度的蓝本。 吾
淳指出：“从宋代开始的中国后期社会， 中国社会
的伦理始以真正基层伦理亦即家族或宗族伦理的

形式出现，这一伦理的实现或展开以宗族为平台，
在此平台上，通过强制以行伦理，通过教育以养伦
理。 ”[1]鉴于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这里所说
的“中国社会的伦理”即儒家伦理，它在宗族中的
渗透主要以两种方式实现：一方面，宗族为获取功
名，大力兴办族学，在其中教授儒家经典，这促成
了儒家伦理在族中子弟间的传播；另一方面，宗族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承担着向族人宣讲《圣
谕》等职责，而所谓《圣谕》又主要是以儒家伦理为
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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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传统宗族伦理以“孝”为核心，并衍化出
“仁”、“忠”等道德准则。 儒家认为“孝悌”是“为仁
之本”，“孝”既是建立和谐家庭的根本，也是维持
宗族和谐和发展的根本。 历代宗族对“孝”均极力
提倡，将不孝列为重罪。 如浦江郑氏《义门规范》
规定：“子孙为学，须以孝义切切为务。 若一向偏
滞词章，深所不取。 此实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2](P264)浦阳洑溪项氏《家训》第一条即：“孝必如曾
子之养志，不可徒事虚文，若有纯孝，家长旌之，
少有违忤，家长罚之。 ”。 [3]宗族伦理中的“孝”有三
层含义：其一，孝顺父母、服从长辈。 大多数宗族
的家规、家训中对于孝敬、奉养父母均有详尽的
细节性规定， 对不孝者则严加责罚， 如罚跪、杖
责，严重的甚至出族，甚至处死。 其二，“孝”指通
过提供丰盛的祭品、祭祀时虔诚的心态而表现出
的对宗族祖先的尊重与思慕， 此即孔子称赞禹
“菲衣食而致孝乎鬼神”之“孝”。 “宗族是由父系
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
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4](P17)， 有共同的祖先是
宗族的标志，对共同祖先的虔诚祭祀能够达到增
进族人亲情，凝聚宗族人心的目的。 其三，“孝”意
味着繁衍后代，特别是男性后代，使承祭祀，使继
承先祖的血脉。孟子曾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离娄上》）古人视己身为父母之生命的延
续，自己有义务将父母的生命通过“有后”之方式
延续下去，否则即为最大的“不孝”。 此外，无后意
味着自己和祖先的灵魂得不到生者的牺牲祭献，
这也是对“孝”的违背。 这种“孝”观念是中国传统
社会的生育崇拜和重男轻女观念的渊源。
以“孝”为 核心 ，宗族伦理还衍化出 “仁 ”、

“忠”等道德准则。 宗族伦理中的“仁”与儒家伦理
中的“仁”有区别。 儒家伦理中的“仁”以“仁者爱
人”为标准定义，这里的“人”是超越血缘、地域和
身份的限制的抽象的“人”。 但宗族伦理中的“仁
者爱人”之“人”则以血缘为界限，仅限于宗族成
员。 宋人黄榦说：“族系之所自出，虽枝分派别，推
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气耳，可不知爱乎？ ”[5]很显

然，这里的“爱”是以“皆吾祖宗之一气”，即都是以
宗族成员为前提的。 “孝”是子女对待父母及其长
辈的道德准则，“忠”则是政治领域个人对待君主
的关系准则。 但儒家有“移孝作忠”的传统，“忠”

可视为“孝”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 中国传统社
会的家国同构性，使“孝”这一家庭伦理中的重要
德目成为政治生活领域中“忠”的伦理基础。 宗族
将“忠”列入家规、族训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修
于五代的《上虞雁埠章氏家训》，第一条即为“忠
君”；万历《休宁范氏族谱》的《统宗祠规》第一条为
“圣谕当遵”。 [6]有学者指出：“几乎所有的明清徽
州的族规家法，明太祖的《圣谕六条》和清圣祖的
《圣训十六条》视为最高的指导思想，推崇备至。 ”
[7](P48)在传统社会，宗族组织作为基层社会的一部
分，是统治者不能忽视的一种社会资源。 所以，一
方面，国家对宗族组织大加利用，以其成为推行地
方教化和官方意识形态教育的工具；另一方面，宗
族组织为在地方站稳脚跟和取得在宗族成员中的

权威也需要国家对其地位和权力的承认。 因此，
宗族组织往往以忠于国家，遵守朝廷法令来换取
国家给予的一定自治权。

再次，传统宗族伦理与宗族法合一，具有强制
性。 宗族法多以家法、家规、祠规等形式出现，它
们既是要求宗族成员遵行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

度，又是宗族伦理的具体表现。 宗族法性质的家
法早在汉初就有，明清以后，宗族法得到政府的
支持和批准，而具有真正法的地位，宗族族长也拥
有依据宗族法审判族人的合法性。 如光绪十年
(1884 年)， 宁乡熊氏续修族谱时， 制定了一份祠
规，请官府批示。 官府批示：“子弟偶有过犯，应由
父兄治以家法， 房长户族严加教诫。 如实系藐法
妄为，及为匪为盗，自应宗祠设立刑具。 准请存
案。 ”[8]在宗族的日常生活中，伦理与法律之间没
有明确的界限，宗族伦理道德被直接赋予法的性
质，具有法的力量。 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宗族法
对宗族伦理的核心———“孝”———的维护上。 《寿
州龙氏宗谱》卷一《家规》将家训明确分为“劝善十
二条”与“惩恶十二条”，其中“敬祖先”、“孝父母”
为“劝善十二条”中最首要的两条。 其“惩恶十二
条”第一条就是“戒忤逆”，规定：“凡我族人，有不
孝父母，肆行忤逆者，乃人伦大变，法所当诛。 初
犯，责三十；再犯，责四十；三犯，户长与父母将本
人送官重处。 若触犯祖父、祖母与伯、叔婶母及兄
嫂等，分别责惩, 概不宽贷。 ”[2](P324)《长沟朱氏宗
谱》中的《祠规》第一条也规定：“族中子弟以孝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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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如不孝不悌，确有实据，或父兄出首，或乡党
公举，不孝责四十板，不悌责二十板，再犯复责，三
犯为人类所不齿，逐出祠外。 ”[2](P280)

二、新时期宗族伦理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的宗族逐
渐有复兴之势。 但世易时移，重建后的宗族不能
不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进行自我调适。
宗族伦理在坚守其基本内核的同时，也出现了某
些新的趋势。 如 1988 年修的《江氏族谱》，列《家
训十则》，分别为“慈爱、孝顺、友恭、和乐、敬长、
睦族、守信、慎交、勤俭、忍耐”，与该族旧有之《金
丰祖训》中的条目并无大的区别，但各条目下的
具体内容则有所不同。

首先，新时期宗族伦理仍然将“孝”德列在首
位，但除了孝顺父母外，其他含义均不同程度淡
化甚至消失。 祭祀祖先是传统宗族伦理中“孝”的
重要内容，与之相配套的是一系列祭田、祠堂等
制度与礼仪。 改革开放后重建的宗族虽然不同程
度地恢复了宗祠和祭祀等活动，但由于失去族产
在经济上的支持， 从规模上已大多难复旧规，而
且参与者的心态也难说虔诚，部分地区的类似活
动已经成为“能人”炫富、拉关系的平台。 最值得
注意的是“孝”的衍生含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大陆宗族的复兴和我
国提倡计划生育的时间点基本重合， 受后者冲
击， 不少宗族的生育观念已经逐渐从多子多福、
重男轻女转为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号召和男女

平等。 如 1997 年修撰的《康氏族谱》明确地说：
“这次续谱， 我们革除了过去女子不能入谱的封
建观点，根据国家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国策，及男
女平等的原则，确立了自建国以来出生的女子也
可入谱的新观念，对建国以后出生的女子均登记
入册，这样就更全面地反映出姓氏文化的内涵。 ”
[9]2005 年修的《陆氏世德堂族谱》写道：“女儿也是
传后人，将姑娘续入谱内，以适应国情。 ”[10]（P48）甚

至有的族谱明确表明立场，号召族人响应计划生
育政策，如《莆田黄氏宗族谱·凡例》：“本谱根据国
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号召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
胎的精神。 对于本宗男女青年同外姓男女青年结

婚属两顾者，所生的独生子（女），不论其属父姓或
母姓，均收入本谱。”[11](P44)通常宗族均强调族谱姓

氏的统一，非本族姓不得入谱，认为这是事关宗族
脸面的问题。 莆田处于宗族观念比较强的闽南地
区，但黄氏宗族为了响应计划生育，解除宗族成员
的顾虑，规定即使子孙不为黄姓也可入谱，在这个
问题上做了极大的变通。

其次，宗族代际伦理从后辈无条件尊敬、服从
族中长辈向代际平等转变。 传统宗族内部都有严
格的辈份等级制度，通过“字辈”、“派名”等符号对
辈份加以区分，不同辈份代表着宗族成员在宗族
血缘序列中的位置。 在宗族政治中，一般而言，辈
份越高者地位也越高，部分宗族明确规定族长由
辈份最高者中的最年长者担任，后辈必须无条件
尊敬、服从长辈，否则将受到族规的严惩。
近代以来， 这种由辈份决定的族内等级制度

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冲击而逐渐解体，部分
宗族明确将自由、平等写入族谱，甚至规定宗族
之组织原则必须合乎民主之精神。 如民国《湘潭
昭山宋氏六修家谱》载：“维新世界，民智日开，自
由平等之泛滥，妇孺共晓，群欲扩张其自我行动之
范围……今日而设立祠祀，非箝制人之手足，乃增
进人之幸福也。 ” [12]常宁《殷氏五修族谱序》称：
“（宗族）重要原则，首要合乎民主精神，次则积极
注重经济建设。 故宗族之首要规定，即在全民族
公共之事，应如何发动（族众）而始不为少数人所
操纵，应如何监督，而始不为败类所侵蚀。 ”[13]族内

知识分子是维护传统宗族伦理的中坚分子，这部
分人同时也是近代最先接触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

那些人。 他们中的部分先进分子视宗族为实践民
主自治理想的本土资源，在他们着手对宗族进行
现代化的改造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将西方自由民
主等现代思想带入宗族伦理之中，并对宗族长幼
之间尊卑有别的代际伦理形成冲击。
对宗族代际伦理冲击最大的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族权”的打击。 毛
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将“族权”视
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14]

(P31)。 新中国成立后，在消灭宗族的运动中，原来
在宗族内部拥有权威的族长、户长等往往当作土
豪劣绅被镇压，甚至处死，侥幸逃脱的也威信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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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有的代际伦理格局已不可能维系。 传统上，
宗族成员的名字中的第二字 （少数是第三字）标
明其辈份，族人相互间只要一看名字，即使不认
识也能辨认出对方属于哪一辈，然后确定自己以
何种身份、礼节加以对待。 但在当代的某些地区，
宗族成员取名已不再遵循传统，这种辈份符号逐
渐丧失其意义。 以湖南省祁东县某村段王氏宗族
为例，该宗族 1949年前出生的所有男性成员均按
字辈取名，1949 年后出生的， 按字辈取名的只有
两人。 以致于 1994 年修谱时，为了上谱，所有未
按字辈取名者不得不根据字辈全部再取谱名，将
原名作为“字”载录于谱名之下。该地区附近的匡、
曾、曹等族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在该地区，辈份观
念虽仍较为强烈，年纪大的日常称呼年纪小但辈
份高者为“叔叔”，甚至“爷爷”的并不少见。 但在
中青年群体中，这一观念已日渐淡薄，笔者在调
查过程中就亲见辈份高者呼辈份低但年长者为

哥的现象。 由于各宗族互相通婚，还出现了族际
辈份混乱，即同样两个人，在一个宗族内，A 为 B
的长辈； 在另一个宗族内，B 却成为 A 的长辈的
现象。 这都是宗族代际伦理从长幼之间尊卑有别
向代际平等的现代伦理转化的标志。

再次，新时期宗族伦理中的“忠”的新变化。
传统宗族伦理中的“忠”主要是“忠君”，是宗族对
统治者统治权力的承认和顺从。 在新时期，它转
变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拥护和对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大政方针的道德规范的提倡，并希望以此
获得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如 2002年修的《丰顺廖
氏族谱》所载《族规》规定：“一、爱国爱民，尽宗守
义；二、遵纪守法，自尊自爱；三、坚持晚婚，少生
优生。 ”[15](P447)将这些国家提倡的道德和规范写入

族规中，其用意是在强调宗族的价值取向与国家
的一致性。 《孔氏蜀蓬溪槐系族谱序》 则这样写
道：“共和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 各民族团结一
致，解放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主世界和平，日谈
阶级斗争，绘画共产主义蓝图，齐赴社会主义征
程，卓尔壮哉！ 如谈氏族规模，藐乎小矣。 近十多
年来，国家政策，改革开放，政府重才，发展科研，
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工农业产值成倍增长，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愁饱食暖衣，紧抓精神文
明，中央写史，地方撰志；氏族修谱，宜时其也。 ”[16]

(P4) 该序不仅回顾了共和国成立数十年来的历程

和伟大成就，而且将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迅
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视为修谱的前提条
件之一。 上述情况说明，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内，宗族曾经遭到国家政权力量的毁
灭性打击，但重建后的宗族伦理并无意与国家政
权相对抗，而是更积极地倡导合作与服从。

三、当代宗族伦理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传统宗族伦理在增进族人凝聚力、 维护社会
秩序、促进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起
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重建后的宗族尽管已
经不复旧观，但宗族伦理作为宗族文化的核心，至
今仍对部分农村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宗族复
兴和宗族伦理在农村社会中的影响，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起就不断有学者予以关注。 笔者认为，传
统宗族伦理尽管包含了某些封建落后因素，但宗
族伦理并非一个僵死的传统，当代宗族伦理在维
护其传统内核的同时，也作了适应时代的调整，其
对农村社会的正面影响远多于负面影响。

首先， 当代宗族伦理是构建新型家庭伦理的
重要资源。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在农村
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遭
受伴随市场经济浪潮而来的经济理性的冲击，其
原有的温情逐渐淡去，利益的冰冷本质逐渐暴露
出来，从根本上削弱了家庭应有的关怀合作、情感
交流、成员互助等功能，出现了不少家庭道德异化
现象， 突出表现为离婚率的上升和孝道缺失。 据
统计， 部分地区的农村离婚率近年来逐年提高，
甚至已经超过城镇地区，如“江苏中部的宝应县，
以前农村青壮年人口的离婚率不到 5% (离婚-结
婚比)，2004 年已超过 30% ”。 [17]而据广元市民政

局统计，该市 2005、2006、2007 年农村离婚率分别
为 42%、45%、49%，逐年提高。 [18]相当一部分农村

家庭视赡养老人为负担，不愿意赡养老人，甚至虐
待老人。 离婚和养老问题引起的家庭纠纷败坏了
社会风气，还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的稳定与和谐。
宗族伦理在协调家庭内部人际关系、解决家庭纠
纷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任何一种新的伦理体
系都是在批判继承旧的伦理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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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伦理，不可能抛弃既
有的传统。 相反，正确认识传统宗族伦理的价值，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倡导敬亲与养亲并重；倾注
情与理，坚实婚姻基础；端正家长心态，重视以传
统道德为内容的家庭教育；强调兄弟亲情，在此
基础上重视社会力量的规范和运用，才能更好地
构建当代新型家庭伦理。

其次，当代宗族伦理能维持农村社会秩序，促
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传统宗族对社会秩
序的调整主要通过维护宗族内部伦理秩序体现

出来。 当代农村社会，尽管宗族法早已作为“族
权”之象征而被废止，保障宗族伦理得以实现的
经济基础也已不复存在， 但宗族伦理仍通过舆
论、教育和个人权威等方式发挥着维护宗族内部
伦理秩序的功能。 鉴于某些地区宗族与村庄的重
合，可以说维护宗族内部伦理秩序就是维护农村
社会秩序。 通过调查发现，在同一地区内，宗族伦
理能够发挥作用的村庄往往人际关系和谐，各种
社会事业生机蓬勃，需要村民集资的公路、学校
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而宗族凝聚力
差，宗族伦理不能发挥作用的村庄往往伴随着基
层社区生活的无序，人际关系紧张和社区公共事
业和基础设施的破败。 不可否认，日益原子化的
部分村民在社区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存在严重的搭便车心理，而当代宗族伦理恰好可
以对治村民的“原子化”。 宗族伦理认为宗族成员
出自共同的祖先，同气连枝，应该互敬互爱、喜庆
相贺、忧戚相吊、疾病相问、贫富相济。 传统宗族
还通过祭祖、团拜、合食、义仓、义学等制度来凝
聚人心，救济困难族人。 这些活动对于构建良好
的地方文化生态、增进社区认同仍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从海外归来寻根问
祖的华侨、华人慷慨解囊，进行投资和捐助，有力
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再次， 当代宗族伦理有利于农村基层治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不少学者和基层干部对宗
族复兴表示担忧。 这种担忧除了在观念里认为宗
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外，主要是害怕宗族成为一
股新的政治势力，干扰村民自治和计划生育等政
策在农村的推行。 其实，不管是传统还是当代宗
族伦理，在处理个人、宗族与国家的关系时，都秉

持“忠”的原则，倡导与国家的合作，当代宗族伦理
更是将遵守国家法律、响应国家政策、按规定纳税
等放在显要位置。 事实上， 某些地区宗族与基层
政权之间的矛盾，往往是由于农民利益受到基层
政权的不法损害而产生的。 宗族既可以是在宗族
成员利益受损时进行抗争的组织，也可以成为基
层政权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加以利用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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